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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调查，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方法以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299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开放度在网络位置和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以及组织记忆在网络位置和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开放度正向调节网络中结构洞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组织记忆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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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osition,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YAO Yanhong, CHEN Junhui, ZHOU Huip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99 vaild samples，this paper examined the impact of network posi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pennes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used,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network position could enh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opennes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memor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e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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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升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缺乏创新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窘境。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使得技术日益复杂，独立创新的难度及风险急剧加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强大如诺基亚，最终也不得不为其封闭产业链埋单——自2011年以来，连续4个财季亏损，并由此逐渐走向衰落[1]。开放式创新的提出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实践的新思路，成为应对上述两难问题的有效方法[2]。这使企业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形成若干协同创新网络，每个企业在网络中都有自己明确的“位置”。而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弱化了地理空间位置对企业发展的局限性，增加了企业的创新柔性。网络空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当前关于网络位置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经典如Freeman关于中心度的三种测量[3]以及Burt从社交网络分析中提取的“结构洞”概念[4]。在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们多以知识扩散[5]、知识获取[6]、知识搜索[7]等为中介变量展开研究，可见知识管理已成为创新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组织记忆被认为是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管理的先决条件[8]，没有组织记忆沉淀的企业，将无法进行有效的知识管理。如目前国内传统机械制造企业正面临技术人员断层，关键知识员工青黄不接的局面[9]，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创新发展。即使占据优越的网络位置接近优质的知识资源，也只能是有术无道，利用效率极其有限，足见组织记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创新复杂化和知识涌现的今天，协同创新企业如何利用组织记忆将位置优势转化为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探讨。
伴随开放式创新而产生的企业开放度问题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创新活动需要多种多样的资源，开放度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对外部资源的获取[10]，是衡量企业吸收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重要参考指标[11]。有研究指出，不同产业的企业在技术创新实施过程中对外部组织开放的倾向有所不同，而由此产生的创新绩效也有所差异[12]。在创新网络中占据不同网络位置的企业对外部组织持何种态度和行为，是否影响资源信息的流通，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等均尚未可知。特别是在创新网络化背景下，了解开放度的作用机制，尤显迫切和重要。当前学术界对网络位置与开放度的相关研究中，大多将二者独立平行进行研究而未有交集，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创新网络为背景，将组织记忆和开放度引入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研究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提出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绩效同时受网络位置与开放度的影响，组织记忆通过外部资源的内化，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等观点。研究成果为企业有效改善网络地位，优化知识管理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显著关系已在半导体[13]、化工[14]、金融[15]、生物技术[16]、汽车[17]、信息技术[18]等多个行业得到验证。不同的网络位置代表企业能从外界获取新知识及战略资源的机会和能力[19]，占据优越网络位置的企业相对而言，更有能力和机遇获取外界的新知识和资源。其次，良好的网络位置也使得企业在网络中拥有更广的“视野”，清楚知识资源在网络中的分布情况，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更具优势[20]，从而更好地激发自身的创新能力以获得良好的创新绩效[15]。同时，优越的网络位置表明企业在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影响网络中的创新活动从中获利[21]。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1.1.1中心度与创新绩效
[bookmark: _Ref453875437]在已有的社会网络研究中，中心度和结构洞用于衡量网络位置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19,20,22]，因此本文也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这两个指标刻画企业的网络位置。
中心度是衡量企业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地位优越性以及社会声望等的重要指标[23]。中心度越高，说明企业越接近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声望较高，对整个网络的生产活动具有较大影响；反之，企业则处于合作网络的边缘，对整个网络的影响比较有限。一般来说，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心度高的企业具有与优秀企业合作的先发优势。在合作网络中，企业较高声望能吸引具有潜力的新企业进行合作，从而聚集不同企业的互补性技能，获取与创新相关的知识技能[14,22]。其次，中心度高的企业拥有信息获取和控制优势。由于拥有多重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企业能最大程度地获取新信息并降低重要信息的丢失率[24]。此外，通过甄辨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排除误导性信息，提高所得信息的准确性[4]。同时，中心度高的企业还能促进或阻碍信息在网络中的传递[3]，通过有效获取和控制外界信息，结合企业内部的知识技能，选择最优创新策略。再次，中心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取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25]。主要通过与更多的企业形成联结，增加企业间的交互频率，从而了解其他企业的运营情况[26,27]，将外部知识溢出吸收而为己所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企业中心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1.1.2结构洞与创新绩效
结构洞的关注点与中心度有所不同，中心度强调与自我直接联系的特性，而结构洞更为关注与自我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式[18]。即当分别与A企业有联系的B企业及C企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时，则表明B企业与C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洞，而A企业则占据着他们之间的结构洞。结构洞对企业创新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占据结构洞的企业能分别从彼此无联系的两个合作伙伴中获取非重复性的信息，且对两方具有控制信息虚实及信息传递的优势[4]。丰富的结构洞扩大了企业信息的多样性[28]，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收集效率，并能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用于企业创新；同时，利用其控制能力将信息以某种条件转手于不相连的群体间也能获取相应收益。其次，占据结构洞的企业能查明交易伙伴及潜在合作者的资质，更快地感知到合作网络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提高创新成功率[29]。再次，由于维持企业间的联系需要一定成本，而冗余联系会给企业造成负担，占据结构洞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剔除了冗余联系，这使得企业有限的管理富有成效[30]，为后续创新奠定基础。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b:企业结构洞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1.2开放度的调节作用
由于不同企业处于网络中不同的位置，接触创新资源的机会及能力也不尽相同。而创新开放度作为企业对外资源获取的晴雨表，从数量和质量上对创新资源的获取产生影响。中心度高的企业在网络中可以获取丰富的资源[22]，丰富的结构洞能帮助企业获取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而这都需要企业去建立和保持与合作伙伴之间的良好关系[4]。当企业的开放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时，与合作伙伴在业务往来、创新合作中有更多互动，将强化彼此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31]，为企业获取外部信息和创新资源奠定良好的关系基础。同时，通过与合作伙伴多方面多层次的动态合作，有利于企业充分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以弥补内部创新资源的不足，减小技术的不确定性，提高创新效率[12]。此外，较高的开放度使得企业在合作网络中具有更高的“曝光率”，容易吸引潜在合作者并逐步成为局部网络的核心，改善了自身的网络位置从而更有机会获取新知识和资源。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2：开放度正向调节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H2a：开放度正向调节中心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H2b：开放度正向调节结构洞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1.3组织记忆的中介作用
Walsh和Ungson于1991年提出“组织记忆”，将其定义为存储于组织内部的能用于指导当前决策的组织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分布在组织个体、组织文化、组织流程、组织结构以及组织生态中[32]。Moorman和Miner对前人研究的总结认为组织记忆的存储有三种形式：组织信仰、行为规范以及组织中的有形物品[33]。随着组织记忆关注度上升，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对组织记忆进行了划分[34,35]，对组织记忆的内涵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企业的网络位置对组织记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处于不同位置的企业所接触的网络成员、信息、知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不同，从而一系列的经营活动、创新活动以及战略决策随之而定。占据良好的网络位置有助于企业增长“见识”，比如接触更优质的合作伙伴、参与更复杂的产业链、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加深组织记忆的厚度，比如频繁而多样的业务往来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经验、逐步优化的运行规范、高端人才所带来的知识和经验等。随着时间的迁移，组织内部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信息等优势将逐渐体现。同时，由于与外部网络联系频繁，企业势必建立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以便有效管理和提取信息，并降低这些信息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错误率，提升创新决策的容错率。
在已有的组织记忆对创新活动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组织记忆对创新具有正向影响。Moorman和Miner在对新产品研发项目的研究中发现对以往信息的解读以及研发惯例的执行有助于促进新产品的研发进程[33]；Stein提出组织记忆可通过帮助管理者长时间保持战略方向、帮助新员工更快掌握技能、促进组织学习、加强组织认同等方面促进组织发展[35]；王永贵等人基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研究发现组织记忆对供应商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36]；陈涛等人的研究发现企业能依赖原有知识吸取和创造新知识并借此提升企业效率[37]。组织记忆对企业历史信息、知识及经验的记录有助于企业在面对相似问题时，迅速找到解决的办法，提高效率；在面对新问题时，又能在已有信息、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重组并找到解决之道。深厚的记忆底蕴使得企业在应对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冲击时能有更大的缓冲。综上所述，本文假设如下：
H3：组织记忆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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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理论模型
2研究设计
2.1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首先在湖南省内搜集100份数据进行预调查以评估问卷有效性及遣词恰当性，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修改完善后再展开正式问卷调查。为获得企业创新发展的准确信息，调查对象主要涉及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和研发、市场、生产及财务等几类部门的资深员工。问卷填写主要通过到企业发放问卷和请EMBA和EDP学员现场作答两种方式完成。调查数据主要来自湖南、广东、辽宁、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四川等省市，涉及制造、计算机软件、通讯服务、汽车等行业。本研究共发放370份问卷，为获得尽量真实的数据，保护被试的隐私及消除被试的疑虑，所有问卷均采用不记名方式进行。在剔除一致性过高及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共获得299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0.8%。其中，性别方面，男性比例为69.2%，女性为30.8%；学历方面，本科学历以上人员占94.6%；职位方面，高层管理人员占7.4%，中层管理人员占19.4%，基层管理人员27.8%，员工占45.4%；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45.8%，民营企业占32.1%，外资企业占12.1%，中外合资企业占10.0%；公司年龄方面，5年以上的企业占82.3%；公司规模方面，500人以上的企业占67.9%。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指标均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国外的量表由熟练掌握中英文语言的研究人员通过翻译、回译和调整的方式进行编制。
网络位置中，中心度的测量采用董保宝根据Chung、Podolny等人的定义编制的网络中心度问卷[38]，共5个题项；结构洞量表采用王海花，谢富纪根据Burt、Ritter等人对结构洞的定义开发的问卷[39]，共6个题项。
创新绩效的量表采用Han、Li根据Robert、Grover以及Wu等人的研究编制的量表[40]，共5个题项。
组织记忆的量表采用Camisón等人开发的8个题项量表[41]。
开放度采用李玲根据Laursen、Salter以及Sampson的研究成果编制的量表[25]，共5个题项。
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及其所属行业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年龄在多数研究中都发现对创新绩效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18,24]；关于企业所属行业在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中，针对不同行业进行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对企业所属行业进行控制[15,42]；至于企业性质，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确实存在创新效率的差异，因此本研究也将对其进行控制[43]。
2.3问卷信效度分析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使用AMOS17.0数据分析软件对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量表分析结果如表1、表2所示。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上，说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各量表KMO值均大于0.8，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0.5。此外，各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检验，表明问卷的效度良好。
表1 各量表信度、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KMO值
	Cronbach’s α
	变量
	Cronbach’s α α

	网络位置
	0.909
	0.914
	中心度
	0.910

	
	
	
	结构洞
	0.858

	创新绩效
	0.853
	0.874
	
	

	组织记忆
	0.888
	0.881
	
	

	开放度
	0.861
	0.904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参考模型的判断标准[44]，χ2/ df＜3、RMSEA＜0.08、CFI＞0.90、IFI＞0.90、TLI＞0.90，从表2可以看出，修正后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较为理想，因此本研究所用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2 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量表
	χ2/df
	RMSEA
	CFI
	IFI
	TLI

	网络位置
	2.018
	0.058
	0.981
	0.982
	0.972

	创新绩效
	1. 728
	0.049
	0.998
	0.998
	0.990

	组织记忆
	1.877
	0.054
	0.988
	0.988
	0.976

	开放度
	1.906
	0.055
	0.996
	0.996
	0.991


3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3.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可知，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1）。具体而言，中心度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11，p＜0.01）；中心度与组织记忆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53，p＜0.01）；中心度与开放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67，p＜0.01）；结构洞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13，p＜0.01）；结构洞与组织记忆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40，p＜0.01）；结构洞与开放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52，p＜0.01）；组织记忆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18，p＜0.01）；开放度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13，p＜0.01）。这些结果为后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及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中心度
	3.446
	0.788
	1
	
	
	
	

	结构洞
	3.489
	0.666
	0.648**
	1
	
	
	

	创新绩效
	3. 538
	0.674
	0.611**
	0.513**
	1
	
	

	组织记忆
	3.244
	0.787
	0.653**
	0.640**
	0.618**
	1
	

	开放度
	3.598
	0.709
	0.567**
	0.652**
	0.513**
	0.682**
	1


注：*表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3.2直接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使用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考虑到企业性质、企业年龄、公司规模及企业所属行业可能对创新绩效造成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如表4所示，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2中引入网络位置的两个维度中心度和结构洞。 
由模型1可知，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均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β=0.145，p＜0.01；β=0.292，p＜0.001；β=-0.224，p＜0.001）；模型2引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后，对创新绩效的解释效应明显增加（△R²=0.296，p＜0.001），中心度和结构洞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均得到验证（β=0.390，p＜0.001；β=0.229，p＜0.001），假设H1a和假设H1b通过了检验，也即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假设H1得到验证。
3.2开放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检验开放度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对中心度与结构洞以及开放度的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生成“中心度×开放度”与“结构洞×开放度”交互作用项，最后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开放度；模型4和模型5则在模型3基础上分别引入“中心度×开放度”、“结构洞×开放度”两个交互作用项。在模型1-5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1.284~2.211，均在允许的范围内，表明相关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3中，引入开放度后，对创新绩效的解释效应显著增加（△R²=0.019，p＜0.01）；由模型4可知，中心度与开放度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70，p＞0.1）；而模型5中结构洞与开放度的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β=0.103，p＜0.05），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²=0.010，p＜0.05），表明开放度越高，结构洞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见图2）。假设H2a未得到验证，假设H2b得到验证，由此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0.145**
	0.067
	0.066
	0.064
	0.065

	企业年龄
	-0.008
	-0.013
	-0.014
	-0.019
	-0.017

	企业规模
	0.292***
	0.163**
	0.164**
	0.163**
	0.154**

	所属行业
	-0.224***
	-0.194**
	-0.188***
	-0.183***
	-0.188***

	解释变量
	

	中心度
	
	0.390***
	0.343***
	0.343***
	0.349***

	结构洞
	
	0.229***
	0.136*
	0.138*
	0.126*

	开放度
	
	
	0.190**
	0.202**
	0.221***

	中心度
×开放度
	
	
	
	0.070
	

	结构洞
×开放度
	
	
	
	
	0.103*

	F
	15.150***
	81.211***
	10.952**
	2.652
	5.639*

	R²
	0.171
	0.467
	0.487
	0.491
	0.496

	△R²
	0.171
	0.296
	0.019
	0.005
	0.010

	DW
	1.872
	2.011
	2.006
	2.000
	2.015

	最大VIF
	1.284
	1.894
	2.201
	2.202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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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放度对结构洞与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3.3组织记忆的中介作用检验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为检验组织记忆的中介效应，采用AMOS17.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路径分析，拟合方程的相关指标如表5所示。完全中介模型表示路径是从网络位置到组织记忆，从组织记忆到创新绩效；部分中介模型增加了网络位置到创新绩效的路径；直接作用模型即网络位置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通过对比表6拟合指标，我们倾向接受部分中介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其中χ2/df为1.820(＜3)、RMSEA为0.052(＜0.08)、CFI为0.956(＞0.90)、IFI为0.957(＞0.90)、TLI为0.947(＞0.90)，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拟合度理想。根据部分中介模型分析得到该模型的路径系数结果(见表6)及路径图（见图3）。可知，中心度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356，p＜0.001），组织记忆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578，p＜0.001），中心度正向影响组织记忆（β=0.423，p＜0.001），结构洞正向影响组织记忆（β=0.457，p＜0.001），结构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模型检验中并不显著。由此，组织记忆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表5 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模型
	CMIN/DF
	RMSEA
	CFI
	IFI 
	TLI

	完全中介
	1.984
	0.057
	0.946
	0.946
	0.957

	部分中介
	1.820.
	0.052
	0.956
	0.957
	0.947

	直接作用
	2.168
	0.063
	0.960
	0.961
	0.951






表6 最优拟合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检验结果
	路径方向
	Estimate
	S.E.
	C.R.
	P

	中心度-->组织记忆
	0.434
	0.081
	5.202
	***

	结构洞-->组织记忆
	0.430
	0.091
	5.039
	***

	组织记忆-->创新绩效
	0.545
	0.110
	5.260
	***

	中心度-->创新绩效
	0.343
	0.097
	3.649
	***

	结构洞-->创新绩效
	-0.068
	0.108
	-0.709
	0.478



 (
0.356***
0.578***
0.457***
0.423***
-0.076
中心度
结构洞
组织记忆
创新绩效
)








图3 中介效应模型及路径系数图
4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网络和开放式创新的视角出发，试图解释网络位置、开放度及组织记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且实证检验了各要素的交互作用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该结论与Zaheer、钱锡红、党兴华等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占据良好的网络位置对企业的创新有促进作用[19,20,23]。本文认为，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占据优势网络位置的企业往往掌握着关键技术，处在新产品研发的前沿，对创新网络的研发进程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同时，与之合作的企业量多质优，可供选择的余地相比其他位置的企业更大，这使得核心企业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创新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核心企业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资源的垄断，从而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
第二，本文将网络位置与开放度的交互作用引入研究模型，发现开放度对网络位置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开放度正向调节结构洞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开放度为企业对外部的接纳程度[16,31]，占据丰富结构洞的企业，能否持续不断地利用位置优势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取决于双方是否合作愉快。开放度高表明企业对合作伙伴的友好态度，有助其从中获取关键性信息。反之，不良的关系将导致合作伙伴合作意愿低下，甚至造成企业的结构洞“位置丢失”。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结构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深化了对结构洞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度不调节中心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开放需要成本，当中心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有限的管理资源无法投入到每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维护当中[12]。此外，也可能是因为核心企业出于对内部知识产权的保护，弱化企业知识溢出效应而做出的反应[45]。
第三，组织记忆在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表明组织记忆在外部资源内化中起着重要的承接作用，揭示了企业将网络位置的优势转化为创新绩效的机理。本文在协同创新的情景下将组织记忆引入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中，实证研究得出网络位置与组织记忆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创新绩效形成等结论，是对组织记忆情景化研究的补充，丰富并深化了组织记忆的理论研究。
4.2实践启示
本文是基于中国本土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于引导本土企业认识自身网络位置，合理开发利用内外部资源从而避免创新资源匮乏窘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识别网络位置，明确企业自身所处环境是获取关键性创新资源的第一步。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全球化、创新复杂化，使创新网络化、协同化成为企业实现创新的有效途径。因此，企业一方面应认识到自身以及合作伙伴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明确自身的位置优劣势并采取相应举措，使之有利于创新；另一方面应积极占据良好的网络位置而接近所需资源，当企业占据足够优越的网络位置时，其网络控制力的提升将引导资源自发由外至内的流动。鼓励企业针对性地建立合作联盟，特别是与创新性极强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协同合作关系。此外，对正在合作的企业进行“盘存”，消除冗余的联系，将精力引向最迫切的地方，与优质企业建立良好关系。结构洞丰富的企业应该增大开放度，与各合作企业建立牢固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中获取异质性创新资源。
其次，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设置合理的企业结构和运行规范，同时通过创建企业历史信息数据库，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决策、客户信息及员工个人技能等存储并进行管理。此外，重视企业关键技术的传承，建立相应的新人培养体系；鼓励员工之间知识分享，将个人隐性知识显性化；定时盘存组织记忆，将过时的、冗余的信息从数据库中剔除，保持企业记忆的活性，防止产生组织惯性。重视组织记忆的管理，将有利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快速有效提取相关信息，从内部发现创新知识资源，并根据以往的经验避开失败的雷区，提升创新成功率。
4.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同时也是后续研究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
首先，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样本的代表性及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所局限和不足。其次，问卷不同部分未能由不同人员分开填写，可能存在共同方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问卷不同部分交由企业内熟悉情况的不同人员填写以便获取更客观的数据。再次，本研究问卷部分采用国外成熟量表，考虑到国情的差异，其适用性有待检验，未来研究可基于本土情境开发出相应的量表。最后，本研究未能考虑环境等因素以及企业所处网络特征（如网络密度、网络规模、网络资源丰富度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值得探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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